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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规范适用
申薇薇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摘要】公平正义是每一位公民的合理诉求，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提倡运用法律来维护公平和正义，惩罚性赔偿

制度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效方法。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浪潮中，涌现出大批优秀品质的产品，但也存在一些产品

质量问题。面对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情况，如何严格做好质量把控关卡，是当前人们所关注的重点话题。针对此类问题，我国于

2020 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其中第 1207 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据前条规定采取有

效补救措施，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对分散于各制定法的缺陷产品

惩罚性赔偿规范作了一定整合。本文就缺陷性产品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进行分析。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选择了实质性的正义保

障，这也恰恰是我国法律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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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立法现状

公平正义是每一位公民的合理诉求，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

基本国策，提倡运用法律来维护公平和正义，惩罚性赔偿法律

制度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效方法，缺陷产品的惩罚性赔偿法律

制度具有非常明显的正义价值。

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有关规范首次出现于 2010 年

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的第 47 条。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关于

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2 款、《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第 2 款、《旅游法》第 70

条第 1 款等。

之后 2020 年《民法典》第 1207 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

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没有依据前条规定采取有效补救措施，

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

惩罚性赔偿，这一规定对分散于各制定法的缺陷产品惩罚性赔

偿规范作了一定整合。

二、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规范适用的指导原则：惩罚性赔偿的

正当性基础

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基础是为《民法典》缺陷产品惩罚性

赔偿规范适用划定边界的指导原则，是首要探讨的对象。

（一）惩罚性赔偿正当性基础的主要理论

惩罚与威慑的双重目标是被最广泛接受的惩罚性赔偿的理

由。顾名思义，惩罚性赔偿应是“惩罚性”的——为原告提供

惩罚被告的工具，惩罚谴责做了错事的人。至于威慑，其产生

本意是补偿性赔偿根本不足以阻止人们从事某些明显不受欢迎

的行为，此时惩罚性赔偿可能更好地阻止反社会行为。惩罚性

损害赔偿惩罚和威慑理论不能证明由原告获得惩罚性赔偿金的

做法是正当的，因为在惩罚和威慑的情形下，惩罚性赔偿不是

奖励原告，也不是赔偿原告，但使原告获得了超出其实质损害

的赔偿。

补偿也曾作为惩罚性赔偿的理由出现。

这种观点认为从来没有所谓的“意外之财”，否认惩罚性

赔偿是“额外的”补偿 ；相反，惩罚性赔偿可以弥补受害者难

以用货币衡量的损失，是对受害者的补偿，而非对不法行为者

的惩罚。

惩罚性赔偿的补偿性有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惩罚性赔偿是

弥补个人侵权造成的无形道德伤害 ；另一种将惩罚性赔偿描述

为行为者对团体造成的社会损害的补偿，比如公司不当行为不

能归咎于任何个人，但其恶意侵权行为伤害到团体的很多成员

时也需承担惩罚性赔偿。根据社会损害赔偿理论，原告的意外

损害赔偿问题将减少或消除，因为法院或立法机构将寻求“直

接或间接地补救”被告造成的社会损害 [1]。但补偿理论的正当

性也面临困境 ：就前者来说，一般性补偿救济也可以扩大赔偿

范围至尊严损害 ；后者忽略了为何此种情况下某些恶意为触发

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条件，因为个别的企业过失行为也可能导致

社会损害赔偿，但在此类案件中通常不提供惩罚性损害赔偿。

报应也常作为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基础出现。报应理论起

源于罗马法律，是伦理道德准则在民法上的反映，本质上是指

不法行为人应承受与其伤害他人的罪责相适应的不利后果。在

报应理论看来，惩罚的正当性在于惩罚是被惩罚者的应得，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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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者是道德上应受谴责的人 ；每个人都享有理性与自由，每

个人在道德上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不应否定他人的道德价值

与人性尊严。法律制度应体现对个人道德与尊严的尊重与保护，

这也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价值基础。惩罚性赔

偿制度有利于使被侵权人感受到其境况的改善，重新认识到自

身价值，维护社会的平等与公正。但报应理论依然没能解释为

何对被惩罚者施加的惩罚性赔偿全部转移给被侵权人。在这种

情况下，只能说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体现出被惩罚者应得

的谴责，并非对被惩罚者的报应一定通过惩罚性赔偿实现。

（二）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基础：非补偿性综

合理论

以上理论的缺点提出了适用惩罚性赔偿的理论立场：首先，

鉴于惩罚性赔偿本质上是惩罚性的，该理论将反映出惩罚性赔

偿确实具有“惩罚性”；其次，该理论将解释为何由作恶者支

付惩罚性赔偿并转移给受害者具有正当性。在此基础上，非补

偿性的综合理论即以惩罚、威慑和报应为基础的立场可以满足

需求：一方面，刑事或者行政处罚在我国有着严格的适用条件，

对于缺陷产品造成的恶意损害的报应，在我国仍宜以惩罚性赔

偿为主，以保持刑法的谦抑性 ；另一方面，根据《民法典》第

1207 条的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或者在此

种产品投入流通后未采取有效补救措施的行为，传达出生产者

与销售者为了营利而恶意损害或忽略他人权利的道德优越感，

是对被侵权人道德价值与人性尊严的贬低。被侵权人亦有权改

善其因此种肆意伤害而遭贬损的境况，要求纠正不法行为人传

达出的扭曲价值观。

因此，以报应和惩罚、威慑为基础的非补偿性综合理论宜

成为我国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正当性基础，作为《民法典》

第 1207 条具体适用的指导原则。

三、《民法典》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之具体适用

（一）前置问题：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规范竞合时的选择

在现行法律体系中，《民法典》第 1207 条可能与其他制定

法上的关于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规范之间存在适用上的竞

合。从第 1207 条的规范内容出发，其规定了缺陷产品惩罚性

赔偿适用的一般构成要件，包括主体、主观状态、侵害行为、

损害后果、因果关系，能充当产品责任领域惩罚性赔偿的一般

条款；同时鉴于《民法典》的体系化特点，第 1207 条规定的惩

罚性赔偿延续了旧《侵权责任法》第 47 条的规定，虽适当增

加了部分内容，但与整个损害赔偿责任体系并不矛盾。而其他

制定法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就特定事项作了特别的惩罚

性赔偿规定，丰富和深化了《民法典》第 1207 条。

因此宜将《民法典》第 1207 条与其他制定法上的关于缺

陷产品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般规定与特别规

定的关系，贴合《民法典》第 1207 条的功能定位，有利于完

善《民法典》的体系化适用，以《民法典》第 1207 条作为缺

陷产品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制

定法有特别规定时适用特别规定；若这些制定法没有特别规定，

则第 1207 条应作为产品责任领域惩罚性赔偿的一般条款。

（二）主观标准：对“明知”的理解

对于“明知”，我国民法理论对其内涵存在一定分歧：张新

宝教授认为明知是指缺陷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确实、明确知

道产品存在缺陷。从过错角度看，侵权人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 [2]。另有学者提出惩罚性赔偿的主观要件必须以侵权人的过

错形态为故意时方可适用，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惩

罚性赔偿中的故意多是间接故意 [3] ；王利明教授指出明知为故

意的下位概念，仅包括已经知道的情形，不包括应当知道的情

形，以达到惩罚恶意的、在道德上更具非难性的故意侵权行为

[4]。高圣平教授并未纠结于明知概念的实际含义，而是主张立

法上应以内涵外延更加清晰的“故意或重大过失”取代模糊的

“明知”[5]。而实务上通常认为“明知”既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

也包括推定知道 [6]。对此，笔者认为“明知”的含义仅限于为

“明确知道”与“推定知道”，“应当知道”并不包括在内。侵

权法中“明知”作为故意的认识要素之一，是指行为人知道其

行为将会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而故意就是指行为人明知其行为

会发生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后果，仍有意为之的一种主观心理

状态 [7]。明确知道、实际知道自然是“明知”的应有之意。“推

定知道”是指根据现有证据可以推定行为人知道。“应当知道”

不应作为“明知”内涵在于，若“明知”包含了“应知”，那

么过失侵权也能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但在过失侵权中，生产

者、销售者对缺陷的存在只是应知而未知，其并没有将自身意

志或经济利益凌驾于他人人格及权利之上，没有传递被侵权人

较其劣等的错误价值观，在报应理论作为惩罚性赔偿正当性基

础之一的前提下，对过失的主观过错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不具

有正当性 [8]。

（三）客观标准：对“健康严重损害”的理解

《民法典》延续了《侵权责任法》将“健康严重损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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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之一的立场。针对“健康严重损害”不

宜采取过高标准 , 过高标准将导致法律的适用困难，以至于被

侵权者难以实现其理应被保障的公平正义。《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第 2 条作为一项刑法标准，规定轻伤以上伤害的

即可认定为健康遭受严重损害 , 民法中的“健康严重损害”标

准不宜高于刑法标准。因此笔者认为《民法典》第 1207 条规

定的“健康严重损害”可适用轻伤以上伤害。除此之外，损害

应是实际已经造成的损害，不宜包括尚未形成的潜在损害。

（四）“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的数额确定方式

《民法典》第 1207 条并未对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做出明确

规定，而是采用了“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表述。从前述体系化

视角出发，“相应的”一词应解释为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

品安全法》等制定法对惩罚性赔偿数额有特别规定时，制定法

中的相应规定数额就是各类案件中的惩罚性赔偿数额 ；没有对

应规定时，可使用“计算基数”和“计算倍数”两个要点相乘

以确定赔偿数额。

1、计算基数。

基于体系化适用的展开，计算基数不应超出现有制定法的

范围。

2013 年修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时新增了第 55 条第款

的规定 , 该款的规范构造与原《侵权责任法》第 47 条基本相同。

但与原《侵权责任法》第 47 条相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2 款明确规定了“依照本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一条等

法律规定赔偿损失”。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规定

的人身损害赔偿计算项目与原《侵权责任法》第 16 条的规定

相同 , 并且该法第 51 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与原《侵权责

任法》第 22 条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同样需要达到“造成

严重精神损害的”程度 , 再加上《民法典》第 1207 条也有“造

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表述 , 因此《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 55 条第 2 款确定的计算方式对此有较强参考价值 , 可

将人身损害和“严重”精神损害作为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数额

的计算基数。

2、计算倍数。

计算基数同对侵权范围的认定相关联，而计算倍数更多的

是确认报应、威慑侵权人的力度。既然规定的是“相应的”惩

罚性赔偿责任 , 从惩罚目的出发 , 则要求侵权人承担与其行为

可责难性相匹配的惩罚性赔偿责任，其应与侵权人的恶意相当，

与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相当，与对侵权人威慑相当 [9]。可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55 条第 2 款规定的“所受损失二倍以

下的惩罚性赔偿”的“二倍”作为一般的倍数底线。同时在案

涉产品社会重要性类似的案件中适用同其产品的社会重要性对

应的惩罚性规范，如食品、药品等适用《食品安全法》第 148

条第 2 款所规定“损失三倍”，社会重要性相对食品、药品较

低的产品 , 计算倍数不应超过损失的三倍；而对于婴幼儿食品 ,

药品等社会重要程度更高的产品 , 则惩罚性赔偿数额可以突破

三倍。

结语

缺陷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由《民法典》与多项制定法的相

关规范组合而成，对此规范组合进行协调适用，尤其是明确《民

法典》第 1207 条的若干适用标准，使其实施落到实处，有利

于促进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 , 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保障社会

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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